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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新抗辩理论评介 
郑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兴起的新抗辩理论现在已发展为关于票据抗辩的支配性理论，甚至有取代传统抗辩理论、成为通说的趋势。其根本主张是，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准，对票据抗辩重新进行分类，即在从前的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之外，再承认一种独立类型的抗辩——有效性抗辩。新抗辩理论体现了对票据抗辩的正当认识，使抗辩理论有所完善，显示了抗辩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但是新抗辩理论自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辩证地看待新抗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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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中的新抗辩理论是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准，对票据抗辩重新进行分类，即在从前的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之外，再承认一种独立类型的抗辩——有效性抗辩。新抗辩理论对票据抗辩理论有所完善，但其自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就新抗辩理论的发展脉络、核心等问题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抗辩理论进行评析，从而更好地解明新抗辩理论。 


一、新抗辩理论的发展脉络——以Jacobi、Schlickum、Hefermehl、Canaris的学说为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70年以后，在德国兴起的新抗辩理论已有取代传统抗辩理论，成为通说的趋势。其中，Jacobi、Schlickum、Hefermehl、Canaris的学说充分展现了新抗辩理论的发展过程，为了更好地解明新抗辩理论，有必要首先了解这些理论。 
（一）新抗辩理论的萌芽——Jacobi的抗辩理论 
考察新抗辩理论时，了解作为其萌芽的Jacobi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Jacobi认为，相对的抗辩即是人的抗辩，并且在权利外观法理的适用中寻求抗辩限制的理论根据。[1]（P11） 
Jacobi研究抗辩切断制度和权利外观理论的关系时，首先从意思表示理论开始，即将权利外观法理引入到意思表示理论中。其认为，意思表示中的意思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表示人将意欲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观念传达给相对方的意思；第二，由于将这样的意思传达给相对方，从而使相对方信赖此种表示的意思。此时，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样的效果意思，但却作出如效果意思的外观，并且表示人对这一外观的作出存在一定的责任，而相对方也信赖该外观，那么此种表示行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此之上，Jacobi关于票据行为采取交付契约说，即根据证券的授受债务契约缔结，由此证券上的债务成立。此时，即使债务契约不存在、无效或被撤销，只要债务人的行为由于票据外观的存在使第三人产生信赖，那么就要对善意第三人负担票据文义所载的责任。 
在采取交付契约说的前提下，如果交付契约欠缺，那么证券债务不成立，由此产生的交付欠缺的抗辩应该是可对抗任何人的物的抗辩。但是Jacobi认为，即使在作为证券债务发生根据的契约不成立的场合，但根据权利外观理论，也应该承认证券作成人的责任。即对第三取得人而言，虽然交付契约不成立，但因信其成立，故也能够成为证券上的债权人。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证券的作成人作成证券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作出了宛如债务契约成立、其负担债务的外观，所以其应该甘愿承受因这种外观而产生的不利益。总之，作成证券本身成为第三人信赖的原因，这称为归责原因。同样，在基于强迫、诈欺、错误作成证券的场合，债务人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免除对第三人的责任。[2]（P12）结果，除证券作成时作成人无行为能力的场合之外，证券的作成人常常需要对善意第三人负担证券上的责任。 
总之，Jacobi对于票据抗辩的分类仍然采取两分说，并将物的抗辩作为绝对的抗辩，人的抗辩作为相对的抗辩。即其本身只承认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的对立，还没有第三种有效性抗辩的观念。虽然Jacobi认为交付欠缺的抗辩、票据行为意思表示瑕疵的抗辩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作为可限制的抗辩，但是并没有将他们独立出来，只是将其作为人的抗辩的一种。这样，其结果就是将原有的人的抗辩不当地被扩大。 
（二）新抗辩理论的提出——Schlickum的新抗辩理论 
Schlickum在1932年出版了《票据法中的债务负担构成要件和抗辩》一书，在书中其首先指出，在近100年的有价证券法研究中，并没有涉及票据法中债务负担构成要件理论与抗辩理论等学说的配合问题。其认为，各种学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债务负担构成要件即票据理论上。与票据理论研究相比，抗辩理论的研究则逊色许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从来，都只是根据对抗力的程度将抗辩区别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把握抗辩的分类。但实际上，关于债务负担构成要件的理论和抗辩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入的、内在的关联，对于此种关联的解明正是其研究的目的。[3]（P353—354） 
Schlickum在第一部分里，首先概括阐述了票据理论的各种学说，特别是对权利外观思想进行了分析。其认为，不只契约说论者，创造说论者也采用权利外观思想作为补充理论，并指出，“在形式上的票据法中应该适用权利外观思想，这是明确的……根据权利外观理论主张者的见解，票据法上的债务负担在原则上根据法律行为成立，外观只是一种辅助，但在债务负担构成要件存在瑕疵的场合中，通常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不过此命题只能在真正署名的场合成立。这是因为对于善意取得人来说，署名是引起关于负担有效债务的信赖”。[4]（P354）可见，Schlickum支持并采用权利外观理论。其次，对票据行为的法律构成、创造说和契约说、德国票据条例和民法规定的解释论的整合性进行了检讨。在对创造说进行批判之后，主张采取契约说。其认为，债务负担的原因是契约。在承兑和票据保证的场合中是直接契约，在出票和背书的场合中则是移转契约的法定效果。 
以第一部分的阐述为基础，Schlickum在第二部分中具体检讨了存在瑕疵的债务负担构成要件的内容。其认为，作为原则票据请求权的基础是提示外形没有异常的票据。存在这样一种外形时，就可以推定存在全部的债务负担构成要件。如果确实存在使票据债务负担不发生的事情，这是债务人的问题，债务人能够以此作为抗辩。Schlickum从契约说的立场出发，将债务负担有效性的抗辩代替了出票有效性的抗辩（《德国民法典》第796条），并认为基于债务负担构成要件瑕疵而产生的抗辩，在原则上可对所有人主张，为此原则设定界限的则是权利外观理论。[5]（P356） 
通过以上的分析，Schlickum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前的理论不能确定二分类或三分类从何开始，不得已认为这些抗辩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区别，只是在对善意第三人的对抗力即效果上存在不同，因此“创作”了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这一有名的分类。第二，存在基于证券产生的抗辩，这是自明的。在其他两种抗辩之间也存在特征清楚的内在差异：债务负担有效性的抗辩，正如其名所示，是争论债务负担构成要件是否存在的抗辩，而人的抗辩不过是妨碍已存在的债权行使的抗辩。第三，对有效性抗辩而言，原则上可对全部人提出，只有后手基于善意信赖权利外观的场合才受限制。而对人的抗辩而言，原则上不能对后手提出，只有后手存在恶意的场合才不受限制。第四，法律明确排除对后手行使人的抗辩，不过此种排除并不是基于权利外观理论，而是根据交易的特别需要。因此，知道人的抗辩仍取得票据的人的主观要件应为恶意。第五，相对于人的抗辩，票据债务负担构成要件欠缺时的抗辩有所不同。知道有效性抗辩而取得票据的人，因为不能取得任何请求权，所以不能行使请求权。因此，知道和重大过失是相同的。[6]（P359） 
可见，Schlickum的抗辩理论是将债务负担的构成要件作为抗辩理论的基础，在此之上展开票据抗辩三分说，即将票据抗辩分为证券上的抗辩，有效性抗辩和人的抗辩三种，并指出三种抗辩之间的不同之处。现在的新抗辩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源于Schlickum的思想，因此，新抗辩理论创设者的功绩应该归属于Schlickum。 
（三）新抗辩理论的发展——Hefermehl的新抗辩理论 
Hefermehl在其《票据法支票法的注释》一书中，阐述了其所主张的新抗辩理论。 
首先，Hefermehl对从前的通说——根据法律效果分类的方法进行了批判。其认为，在将票据抗辩区分人的抗辩（相对抗辩）和物的抗辩（绝对抗辩）这种传统的分类模式中，不只证券上的抗辩，关于票据债务存在的所谓有效性抗辩也是作为对抗全部持票人的抗辩而存在，这样一种结果是合适的。但是，在法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善意交易的保护，从有责地引起权利外观这一观点出发，有效性抗辩不能再对抗全部取得人，对于善意取得人其应该被排除。这样，抗辩内容和效果就出现不一致。如果着眼于效果，因为债务人不能对抗第三人，所以此种抗辩应为人的抗辩。相对于此，如果着眼于实质根据，遵从于权利外观的思想，应该将票据抗辩区分为排除可能的抗辩和排除不可能的抗辩（归责可能性的抗辩）。可见，只根据法律效果进行抗辩分类是没有意义的，解明这些效果依存的实质基准才是重要的问题。排除可能的抗辩的实质特征，与其说是法律效果的问题，不如说是理论上先行的问题。[7]（P143） 
然后，Hefermehl主张基于实质根据进行分类。对第三取得人而言，排除票据债务人抗辩的根据应该是票据的经济机能即票据流通的目的。因此，在抗辩的排除中，没有贯彻特定的理论，交易上的必要才是最重要的。保护交易的必要性程度决定抗辩排除的范围。从此立场出发，Hefermehl首先区别证券上的抗辩和非证券上的抗辩，然后再将后者分为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主张票据抗辩的三分说。 
第一，证券上的抗辩是由于证券记载而产生的抗辩，因为其欠缺外观要件和信赖要件，所以能够对抗全部的取得人。因此，该抗辩在性质和效力上属于物的抗辩。 
第二，在非证券上的抗辩中，人的抗辩作为根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前手的直接关系而产生的抗辩，在原则上被排除，这是因为不允许与票据债务和票据内容无关系的人的抗辩妨碍票据交易。但是，在取得人知道有害于债务人而取得票据的场合，票据债务人能够提出恶意抗辩。 
第三，在非证券上的抗辩中，有效性抗辩是债务人主张票据债务没有有效成立或已经消灭的抗辩，其与票据法的债务负担要件即抽象的票据债务的存在有关。在这里，排除有效性抗辩的实质根据应该是权利外观的思想，理由如下：其一，在出票为空白票据的场合，应该预期到不当补充危险、并且负担这种危险的空白票据的出票人，只是在对善意取得人的关系中，该补充权滥用的抗辩被排除。完全不负担这种危险的票据署名人，例如交付契约欠缺的场合中的票据债务人，却负担更为严格的责任，这是不正当的。其二，在让与人既不是票据所有人也不是票据债权人的场合，从此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所有权或票据债权是根据善意取得。这样，在票据债权因交付契约欠缺或无效而不存在的场合，对于票据取得人的善意也适用与善意取得相同的基准，这是妥当的。其三，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权利是根据善意取得，而由于诈欺产生的票据债务人的责任是根据抗辩切断。这样，所有权善意取得场合的债务人比债权善意取得场合的债务人获得更强的保护，这是不妥当的。基于上述理由，Hefermehl认为，债务人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引起票据债务存在这一外观时，考虑交易的利益和署名人的利益，保护信赖票据债务存在、善意即不知且无重大过失的取得人是合乎事实的。因此，有效性抗辩中的债务人的责任根据是权利外观理论，保护的基准与善意取得相同。[8]（P144） 
总之，Hefermehl是将票据抗辩三分为证券上的抗辩、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并且明确证券上的抗辩属于物的抗辩。同时，其以交付契约说为前提，认为有效性抗辩是有效交付契约欠缺的场合的抗辩，由此表明有效性抗辩仍保持着物的抗辩性质。因此，他的学说实质上是从保护第三人的见解出发，根据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将物的抗辩二分为证券上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 
（四）新抗辩理论的完成——Canaris的新抗辩理论 
Canaris在《有价证券法中的抗辩排除》一文中，阐述了其主张的新抗辩理论。在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展开票据抗辩的各种学说中，Canaris的理论最为彻底。 
Canaris认为，从前的通说只是根据法律效果将票据抗辩区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并没有明确抗辩排除的前提，所以此种分类是无价值的。而第二种分类即将票据抗辩分为内容上或证券上的抗辩、直接的抗辩以及有效性抗辩，并不是以法律效果的差异，而是以构成要件的前提条件的差异为基础进行分类，这是其优点之所在。但是，此种分类并没有明确抗辩可能被排除的基准，所以其也是不充分的。在此基础上，Canaris认为，因为抗辩限制是基于权利外观原则而产生的，所以区分排除不可能的抗辩和排除可能的抗辩的基础只能是该原则，即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将票据抗辩分为排除不可能的抗辩和排除可能的抗辩两类。[9]（P156） 
首先，Canaris举出排除不可能的抗辩，其包括三种抗辩：直接的抗辩；内容上的抗辩；归责可能性的抗辩。在直接的抗辩中，因为票据没有流通，所以用于保护流通的权利外观原则不能发挥作用。在内容上的抗辩中，因为抗辩能够从证券的内容上得到认识，所以欠缺外观要件。在归责可能性的抗辩中，外观的成立并不能归责于债务人。因为这三种抗辩皆不符合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要件，所以属于排除不可能的抗辩。 
然后，Canaris举出排除可能的抗辩，其认为，排除不可能的抗辩之外的所有抗辩都属于排除可能的抗辩，不能对抗善意的票据取得人。但是，排除可能的抗辩以票据法第17条、第10条或第16条2项 中的哪条为基准，这成为重要问题。例如，由于强迫进行票据让与的场合，根据票据法第16条2项，第三取得人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就不会被保护；而由于强迫进行票据署名的场合，根据票据法第17条，第三取得人只有在因有害于债务人的意思取得票据的场合才不会被保护，这样一种理解是不妥当的。因此，强迫的抗辩不以票据法第17条为依据，应该是类推适用票据法第10条、第16条2项。将此一般化就是，如果取得人在具有害意的场合下才不被保护，就表明立法者并不是非常重视该瑕疵，那么在原则上取得人没有注意的必要，这是前提。相对于此，如果存在重大过失就不被保护，那么取得人就负有调查义务，此时的瑕疵是一项重要的、彻底的问题。在此之上，Canaris认为，应区分票据债务有效性的抗辩（归责可能性的抗辩除外）和与票据债务有效性无关，只是基于前手和债务人的关系产生的人的抗辩，将此种区分对应上述的区别，可发现此种区分是合适的。因此，有效性抗辩是关于取得的权利存在的抗辩，对取得人来说是重要的问题；而人的抗辩则不然，对取得人来说，原则上不成为问题，因为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取得人不需要注意其前手和债务人的人的关系。所以，在此范围内决定界限的标识是有价证券法上的无因性原则和在其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10]（P158） 
总之，Canaris是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其首先将直接的抗辩、内容上的抗辩和归责可能性的抗辩总括为排除不可能的抗辩，然后将其余的所有抗辩作为排除可能的抗辩，并将此分为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两种。可见，Canaris将全部的票据抗辩根据权利外观理论进行分类整理，由此决定其主张的抗辩理论是新抗辩理论中最为彻底的理论。 
二、 新抗辩理论的核心——有效性抗辩 
新抗辩理论的核心就在于确立了有效性抗辩，但是，学者们对其存在和适用并不是没有异议。为了正确认识新抗辩理论，明确有效性抗辩的独立意义和涵盖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效性抗辩的独立性 
新抗辩理论主张，在权利外观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票据债务有效性的抗辩，如票据交付欠缺的抗辩、意思表示瑕疵的抗辩、无权代理的抗辩、行为能力欠缺的抗辩、伪造的抗辩、变造的抗辩、支付完毕的抗辩等，应作为有效性抗辩独立存在。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有效性抗辩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河本一郎先生认为，对票据抗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抗辩能够对抗全部的票据持有人，还是只能够对抗特定的票据持有人，即抗辩是否受到限制。传统的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区分，已明确显示了这种不同的法律效果。在有效性抗辩里，只要着眼于抗辩限制这种法律效果，就包含了相当于这两类的抗辩。因此，有效性抗辩是不具有实体意义的范畴。[11]（P168） 
除上述观点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直接将有效性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否定其独立性，如田边光政先生和川村正幸先生。在日本最初介绍新抗辩理论的田边光政先生认为，有效性抗辩是关于票据债务成立与否的人的抗辩。[12]（P161）川村正幸先生也不支持有效性抗辩，其是在人的抗辩的名义下承认新抗辩理论中的有效性抗辩。其认为，人的抗辩分为四种：根据票据法第16条2项被限制的抗辩（无权利的抗辩）；根据票据法第17条被限制的抗辩；根据票据法第10条被限制的抗辩（空白补充权滥用的抗辩）；根据票据法第10条、第16条2项被限制的抗辩（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可见，新抗辩理论中作为有效性抗辩的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不是根据票据法第17条，而是根据票据法第10条、第16条2项受到限制， 属于人的抗辩之一种。其理由在于，在人的抗辩中含有各种不同性质的抗辩，这些抗辩根据何种规定受到限制，是依照作为抗辩排除根据的权利外观理论，根据利益的比较衡量决定的。[13]（P195）笔者认为，在人的抗辩中包含有效性抗辩这一观点并不妥当，有效性抗辩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抗辩类型存在。 
在新抗辩理论中，一直都是严格区别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从来都没有将有效性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来说明。 这并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即基于是否以票据债务的有效存在为前提，或者票据债务是根据法律行为成立，还是根据权利外观理论成立，这种从票据理论的适用中导出的抗辩构成要件的差异，决定二者是不同的范畴。可见，有效性抗辩和人的抗辩是各自独立的范畴，不存在包含关系。这样，在新抗辩理论中，“关于票据债务成立与否”这一要素和“人的抗辩”这一要素是层次不同、难以并存的概念要素。田边光政先生将二者结合，并采取“关于票据债务成立与否的人的抗辩”这一名称，其概念本身就存在矛盾。川村正幸先生则是在抗辩理论中，不当地扩大作为补充契约说的权利外观理论的领域。 
（二）有效性抗辩的涵盖范围 
有效性抗辩是指票据债务是否有效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债务没有成立或已经消灭的抗辩。[14]（P211）票据债务根据票据行为成立生效，根据付款等偿还方式消灭。票据行为的有效成立，需要具备一定的要件。由于票据行为从实质上说，乃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而，为了使票据行为能够有效成立，首先要求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为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为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自愿真实、行为内容合法。[15]（P224—242）这一要求，是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但有关实质要件的具体规范，通常并不在票据法上单独规定，而由民法统一规定，因而，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又称为票据行为的民法要件或者一般要件。由于票据行为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因而，为使票据行为能够有效成立，又要求票据行为必须符合票据法有关票据记载、票据签章和票据交付的规定。 这一要求，是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也称为票据行为的票据法要件或者特别要件。[16]（P68）付款是票据权利最终实现的标志，也是票据功能最终完成的标志。在票据获得付款后，票据权利得以实现，票据义务也归于消灭。[17]（P302） 
不过，因为在票据行为的成立生效和付款效力等问题上存在争论，所以在不同的理论之下，有效性抗辩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有鉴于此，笔者以票据行为成立生效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票据的支付效力为基础，对有效性抗辩的范围进行分析。 
第一，票据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因此，行为人在进行票据行为之际，首先应该具备行为能力。如果行为人无行为能力，那么将影响票据债务的有效成立。但是，对于行为人无行为能力的抗辩是否能够根据权利外观理论被排除，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因为行为人无行为能力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时，法律并没有对第三人进行特别的保护，所以在票据行为中也应该如此。这虽然过于重视对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不符合强化票据流通性的要求，但在解释论上不得已需要肯定这个结论。[18]（P134）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票据行为中不需要行为人具备行为能力，所以行为人无行为能力并不影响票据债务的有效成立，其只是原因关系上的事由。[19]（P291） 
笔者认为，无论从票据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考量，都应该将行为人无行为能力的抗辩作为有效性抗辩，即票据债务人无行为能力的抗辩根据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在第三取得人处受到限制。从票据法的角度看，因为有效性抗辩主要针对外观与真实可能出现分离的情形，而行为人无行为能力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有必要通过权利外观理论对其进行限制，以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从民法角度看，将无行为能力的抗辩作为有效性抗辩，符合民法的宗旨。因为在民法中，对于无行为能力人的保护也并非绝对，在其有责地引起外观的情况下，也会强制其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从而保护善意的相对人。 可见，将无行为能力的抗辩作为有效性抗辩与此精神相一致。 
第二，在进行票据行为的过程中，出现错误、诈欺、强迫、心底保留、通谋的虚伪表示等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时，是否会对票据行为的有效成立产生影响，根据不同的学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形式行为说的立场上，署名具有客观的意味，即如果行为人基于在票据上署名的意思而署名，那么票据行为就有效成立。这样，除非行为人不具有此种意思或在绝对强迫下进行署名，否则都要对直接相对方负担票据债务。因此，即使票据行为人对直接相对方存在票据抗辩，也不是关于票据债务的有效性抗辩。[20]（P139）在形式行为说以外的其他学说的立场上，上述意思表示瑕疵的各种情形会对票据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所以其是关于票据债务的有效性抗辩。[21]（P658） 
第三，无论采取何种学说，票据行为都以署名为要件，所以签名是否为票据债务人真正的署名，对票据债务的有效成立会产生影响，而且是根据表见代行的成立与否决定票据债务的成立与否。因此，债务人的抗辩属于有效性抗辩。 
第四，对于交付是否会影响票据行为的有效成立，存在理论上的论争。因此，根据不同的票据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契约说与发行说的立场下，票据交付是票据行为成立生效的要件，因此，欠缺交付时票据行为不能成立，票据债务也无从发生。在创造说的立场下，票据行为根据记载和签章即可完成，并不需要票据的交付，所以欠缺交付时并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由此可见，采取契约说与发行说时，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属于有效性抗辩；采取创造说时，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并不属于有效性抗辩。 
第五，票据债务中的付款和一般债务中的清偿一样，会使债务消灭。但是，票据具有回赎性，即付款人在支付完票据金额后，可以请求持票人交还票据，从而防止票据再次流通，避免二次支付的危险。这样，对于付款完毕但没有收回的票据，如何确定其效力，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证券的收回是付款的效力要件，因此在付款完毕但没有收回票据时，票据债务没有消灭。这样，付款只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给付票据金额的一种事实，虽然可以成为抗辩事由，但是对票据债务的存续不产生任何影响。[22]（P285）另一种观点认为，付款完毕后的票据交付，只不过是票据债务人“得请求”持票人进行的，所以将其作为付款的效力要件并不合适。这样，完成票据金额的支付后，票据债务也就相应地消灭，此时所产生的抗辩与票据债务的有效性相关联。[23]（P604）除此之外，在抵销、免除等场合也是相同的。 
除以上的五种情形外，在票据无权代理、变造的场合也会产生有效性抗辩。票据行为中也存在代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成立表见代理，此时，表见代理的成立与否决定票据债务的成立与否，由此产生的抗辩属于有效性抗辩。在票据变造的场合，变造前在票据上署名的人，根据原文义即变造前的票据文义承担票据债务，即使由于变造形成新的票据文义，票据债务的内容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变造后的文义即对变造后的票据取得人所赋予的权利外观和票据债务的内容并不相关联，在这一意义上，变造消极地成为关于票据债务有效性的问题。[24]（P215—216） 
三、对新抗辩理论的评析 
新抗辩理论将有效性抗辩和其他抗辩相区别，并赋予其特别的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新抗辩理论自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决定对新抗辩理论应该辩证的采纳。 
（一）新抗辩理论的总括 
新抗辩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首先，Jacobi将权利外观理论引入票据法领域，其成为新抗辩理论的法理基础。而后，Schlickum的理论为新抗辩理论确立了发展方向，即在票据抗辩分类的过程中，不应该只依据无限的利益衡量，应该在确定法律要件的基础上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整理。最后，新抗辩理论在Hefermehl和Canaris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从契约说和权利外观理论相结合的立场出发，将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等不再作为人的抗辩，而是作为依据权利外观理论被排除的有效性抗辩。据此，新抗辩理论的意义与界限得到明确。 
实质上，新抗辩理论是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准，对票据抗辩重新进行分类，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抗辩理论认为，传统抗辩理论不充分且无意义，因为其只是根据法律效果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与人的抗辩两类。因此，应尝试新的分类方法。第二，新抗辩理论提倡根据法律要件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并认为此种法律要件的基础是权利外观理论。因此，新抗辩理论是在权利外观理论中寻求分类的实质基准。第三，在此基础上，新抗辩理论认为，在从前的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之外，还存在一种性质上与前两类完全不同的新的抗辩类型——有效性抗辩。据此，全部的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三类。 
（二）新抗辩理论的优越性 
正如前面所述，票据抗辩中最重要的就是票据抗辩的法律效果问题。在传统抗辩理论之下，虽然认识到不同类别的抗辩应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但对于决定法律效果的具体法律要件却没有涉及，只是模糊地交给利益衡量。在新抗辩理论中，则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释，认为权利外观理论是决定不同法律效果的基础。 
新抗辩理论的核心在于，肯定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之间存在一种新的、具有相对对抗力的有效性抗辩。在票据抗辩中，为了保护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一般将关于票据债务是否有效成立的抗辩作为物的抗辩，但如此一来，往往会导致在某些场合对善意持票人保护不力，进而阻碍交易安全和票据流通，因此有必要对此种抗辩进行相应地限制。但是，鉴于最初确定该抗辩法律效果时的目的，对其又不能完全予以限制，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进行限制。这样，受到限制的抗辩就具有相对的对抗力，使得其与人的抗辩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尽管如此，因为其与人的抗辩理论根据不同，所以不能将其视为人的抗辩。基于此，新抗辩理论提出，在权利外观理论的基础上对关于票据债务是否有效成立的抗辩进行限制，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抗辩类型——有效性抗辩，与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并列。由此可见，新抗辩理论不仅体现了对票据抗辩的正当认识，使抗辩理论有所前进，还显示了其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新抗辩理论的问题点 
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发现，新抗辩理论克服了传统抗辩理论的不足，是一种先进的理论。但是，在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其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抗辩理论主张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这既是其特色也是其缺点。因为并不是全部的票据抗辩都和权利外观理论存在理论上的关联，将其作为票据抗辩分类基准的根据不存在。 
从来，作为票据理论的权利外观理论的功能是体现在有效的交付契约不存在、票据债务不成立的场合。在此种场合，如果外观上显示交付契约有效成立，而票据义务人对这一外观的作出又存在归责事由，那么为了保护信赖该外观的第三取得人，要求票据债务人承担责任。可见，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场合、署名后交付前票据被盗、遗失的场合，即有效的契约不存在的场合。与此相反，交付契约有效存在时，权利外观理论就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票据债务有效成立后，基于票据外合意和原因关系的事由产生的抗辩是人的抗辩，其被限制是基于广义的外观保护思想，而不是权利外观理论。这样，有效性抗辩和人的抗辩，虽然都是可排除的抗辩，但二者的根据不同：前者出现在票据债务不存在的场合，即根据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票据债务原始地被创设出来，所以抗辩被排除；后者以票据债务的成立为前提，因保护流通的需要被排除。可见，二者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因此，“不问交付契约的有无，在全部场合都适用权利外观理论，这误解了权利外观理论的机能，将其不当的一般化”。[25]（P160） 
第二，在新抗辩理论主张的票据抗辩三分类——物的抗辩、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中，并没有将无权利抗辩独立出来，而是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无权利抗辩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抗辩，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抗辩理论提出的根据法律要件对票据抗辩进行分类，并将有效性抗辩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相区别，作为一种独立的抗辩类型存在，都是可资赞同的。不过，其将权利外观理论一般化，则实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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